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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 

——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 

 

高彦彦，杨德才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以分析温州文化对温州经济崛起的关键作用为基础，进而一般地分析区域文化之于区域经济

的作用。本文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纯主观的概念。温州经济的崛起的关键在于温州的文化，但只有在其

与制度环境相吻合时才能发挥经济促进作用，否则文化的经济作用会被“锁定”。无约束的文化可能会

扭曲经济，因此需要政府的引导。 

关键词：文化；经济增长；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9(2006)02-0001-01 

 

从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国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已经对于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们丰富的著述研究了劳动、资本、技术、专业化和分工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①
。以诺斯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将文化纳入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之列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

将经济动机归结为极为复杂的心理，并认为经济活动是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

中。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特定文化（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主义产

生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1]。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

为主线，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将信任作为一种

社会资本，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因素，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即，一个低信

用度的社会，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本，而高信用度的国家则相反[2]。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将文化

因素予以高度重视：“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

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3] 

国内的学者很早就关注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魏萼认为“中国的贫困，与长久

以来存在的内忧外患固然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其社会结构的本质与外来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其所

产生的文化失调也是其致贫的主因”[4]。他进一步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其精神被扭曲，而显示了文化的劣根性，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刘晓凤、任卫锋把区域经济一

体化放在一个文化连接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在不断开放的全球背景中，文化及制度的演

进同区域概念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社会网络，影响人们的观念、行为偏好、组织的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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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积累乃至可内生在经济发展方式中。其中共有文化信念(知识)的形成对提高区域整体

的实力、声誉和增进相互信任起到重要的作用[5]。 

由此可见，考察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是有其现实和历史渊源的。但是，用文化来解释小区域的

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仍然比较少。本文先将对文化进行一般化的定义，然后，结合温州文化分

析区域文化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

是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的一致性，否则，文化的作用会被“锁定”。 

一、关于“文化”的界定 

不同的学科对于文化的定义差别很大。但是，没有对文化经济界定就无法分析文化对于经济

增长的作用。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一些界定。 

关于文化，本文专指某一地区的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

的，内化于人们内心世界并反映在人们行动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文化具有区域

性特点并且是历史形成的。哈耶克认为文化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

构成的传统”[6]，但又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的。文化的相对稳定性是

指文化一旦形成，具有持续存在的特点，但这并不否认文化变迁的存在，而是一种相对稳定中的

变化。文化必须是内化于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在人的行动中。文化的实施更多地是无意识的，或

者说，文化熏陶下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并指导着人们按这种观念行动。 

本文的“文化”着重于强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而不

是文化的具体形态，如民间特色、文人诗词、名胜古迹等。换句话说，本文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精神状态，而非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从纯主观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这一点

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定义不谋而合。他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

趋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7]。劳伦斯.哈里森将不发达归结于一种“心态”①。高波和张志

鹏在综合分析众多的文化定义后，将文化定义为：人们所选择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

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8]。由此可见，分析文化对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将文化界定在人们的主观

视角内将有助于分析。因此，将视角关注在人的精神面貌上，即抓住了文化的本质——人的共同

的价值观。 

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一）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

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的无形的过程[9]。在此，文化——我们定义为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

神状态——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通过指导着人的行为，对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 

图 1显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从而分析对经济的作用方式②。继承的文化（A）

是指当代人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是指受

社会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继承文化的变迁。结构环境（C）则指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

变化，包括失业、收入下降、资源压迫、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变化等。行为结果（D）是指人

                                                        
① 关于这种观点的充分论述详见: Harrison L E. Un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M].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② 这张结构图借用了奥尔兰多. 帕特森在《认真对待文化: 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一文中的分析图. 这篇

文章收录在参考文献[7]之第 297-322 页. 虽然分析的目的不同, 但是, 笔者认为可以用来阐释文化对于经济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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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首先，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和结构环境（B）。个人

结果包括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和行为结果（D）。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式。

继承的文化模式可以直接对个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即图中的 A→D过程。当引入环境结构因素

（C）时，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继承的文化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产生更改

了的文化模式（B），然后通过更改了的文化影响个人行为（D）。此时文化的作用过程为（A、C）

→B→D。当然，社会结构环境（C）的变化也会直接对人的行为（D）产生影响，当人们发现自

己的行为不与传统的文化模式相吻合时，便改变继承过来的文化模式（A），即产生更改了的文化

模式（B），而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

杂的文化作用方式：C→D→B→D。归根到底，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结果→社会

结果”这样一条路径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 

（二）温州文化 

温州不是“文化的荒漠”。温州的

文化从秦汉以来经过了“七次崛起”。

最为称道的是南宋时期与程朱理学和

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以叶适为集大成者，倡导“事

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

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

“以义抑利”。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

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强有力地塑造和 

图 1  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       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和文化模式。 

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

行为。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

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温州文化注定温州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安守本分墨守成规。如，

早在 1956 年温州永嘉县便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温州人的商业精神

使他们走南闯北，进行各种各样的薄利而且艰辛的小买卖。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的商业精神更

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一言蔽之，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的一贯行为印证了温州重商文化的存在性。 

因此，根据前文关于文化的定义以及温州一贯性的文化特征，笔者尝试着将温州文化定义为

温州人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内化在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

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 

（三）温州文化之于温州经济发展 

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在于重商文化直接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励温

州人的商业潜能，从而促进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不难理解，这种文化作用经济的过程是一种“意

识指导实践”的过程。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无非是利用劳动力、资本、管理、技术四种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动力。但

是，这四种因素无法用来解释温州经济的增长。温州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国家资金援助很

少，改革开放以前人均收入低，因此谈不上资本富裕。温州的劳动力虽多，但是劳动力的作用取

决于人力资本，而温州大多数民营经济经营者的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因而，温州没有劳动力

优势。另外，在很长时期内，温州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谈不上管理和技术优势。由此可知，

温州经济增长是无法用一般的增长理论框架来解释的。而文化却恰好可以解释温州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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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的开拓进取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便充分爆发出来。温州文化作用于温

州人的结果是温州人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它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能够吃苦耐

劳，敢于为经济利益而做出常人不能做出的努力。不论是投机还是办实业，只要能赚钱，温州人

都会去干。从早期温州人办钱庄、到后来的“抬会”，从第一个家庭作坊到股份制企业，从国内

市场到开拓国际市场，从制假售假到合力打假，再到最近温州的“炒房团”，都无一例外地表明

温州人的商业文化。正是因为温州的文化在改革前后不同的时期反映在温州人的实践活动中，我

们才可以说，温州有一种内在的持续的文化在指导着温州人的行为。 

温州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反映在温州人的首创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发经济优势。温州民

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走在前面。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拥有许多

发展民营经济的“第一”：如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关于私

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法规、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实现全社会养老保险和

第一座农民城等。正是这种首创精神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先发优势”。 

虽然有不少的学者提到温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无为”政府，我们不否认政府对于经济发展

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为”政府更多地只是一个条件，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温

州许多抱着“改造资本主义”的信念的官员结果被温州改造了，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者，结

果均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10]。所以说，在温州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文化而不是政府起着更重

要的作用。 

三、文化作用的条件和文化演变对于经济的作用 

仅仅解释温州文化对于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还不足以让人信服。人们不禁要

问，既然温州文化存在于改革开放前后各期，为什么温州文化不能促进改革开放前温州经济的发

展而仅使改革开放后温州的经济大放光彩呢？或者一般地说，同一文化对于同一区域在不同的时

期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涉及到区域文化作用的条件和区域文化演变的问题。 

（一）区域文化促使经济起飞的条件 

文化分析若脱离文化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话，往往会得出莫衷一是的结论。比如，脱离具体的

经济政治环境来简单的评价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往往会产生矛盾的结论。为此，笔者

在此提出一种文化环境论的观点，即当区域文化与全国的制度环境的实质相一致时，该地区的文

化才会显现出巨大的经济驱动力，否则任何先进的区域文化都无法对本地的经济产生巨大的促进

作用。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文化虽然一直指导着温州人的行为，但由于温州

文化不与当时国家的制度环境相符合无法发挥“发动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

经济，实行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被认为是违背社主义原则的。尽管温州

人很早就试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尽管温州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尽管温州人不甘现状、

勇于创新，但是，由于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宏观制度环境“锁定”了区域文化，从而使其不能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文化，符合发展市场经济参与者关于“经济理

性”的要求。当整个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时，温州的文化便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来。 

因此，我们强调特定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

相一致的条件下展开的。当一种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不相吻合时，且这种宏观环境为强意识形态

所控制时，制度环境将“锁定”区域文化，使之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二）温州文化的异化与温州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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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两面性，在缺乏有效的引导时会出现异化的现象。温州的创新精神和功利文化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为经济的繁荣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当这种文化变成单纯的追逐

经济利润的动力而缺乏相应的规范引导，文化就会变成促使人逾越道德法律底线和参与犯罪活动

的主谋手。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造成繁荣的经济景象，但是，在缺乏有效的规制之下，

温州文化一度“异化”，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经济利益。20世纪 80年代末，温州产品的形象

和声誉出现危机。温州的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在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消费者搞毁，继而

被十多个大城市住处商场。1990 年，整顿柳市镇的假冒伪劣电器曾经轰动一时，全镇 1267 家低

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这种异化的

文化引导下产生的异化经济行为，毫无疑问会毒害经济社会的。 

（三）温州文化的回归 

当温州的文化已经异化后，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小于经济损失时，这种文化就需要各种内

外力量以对异化的文化进行约束并使其回归到健康道路上。 

1．政府政策的影响 

温州文化的异化导致的负面得经济效应，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市场失灵。或者说，没有规制的

温州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囚徒困境”——个人不择手段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结果是整个社

会福利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理性无法导致社会理性，由此才显现出政府的制度构建以及

外部竞争压力的必要性。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政府开始对各种生产伪劣假冒产品的

行为进行整顿。如，对温州柳市镇的各种劣质的低压电器生产厂商进行大规模的整改活动。政府

对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防止伪劣产品外销。199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

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重塑温州想象。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同

时，政府还制订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规范经济活动行为和经济秩序，逐步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转移到合法经营的轨迹上来。 

2．外界环境的压力 

来源于外部的环境压力也是促使温州文化回归健康的重要因素。没有外部消费者对于假冒伪

劣产品的抗议和谴责，以及来自高层政府的压力，单靠地方政府也许不能扭转经济被扭曲的状态。

在温州假冒伪劣之风盛行的年代，温州市长办公室常常收到消费者寄来的温州生产的假冒伪劣

品。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发生的杭州人焚烧 5000多双温州伪劣鞋一事，给温州抹上耻辱的一笔，

引发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整改通知。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品整改实际上就是由中央政府从上而下责

令整改进行的。诸如此类，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于推动温州经济文化的回归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3．自身变革的需要 

在发展市场经济之初，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产品质量控制机制的缺失以及“摸着石头过河”

心理，不法分子打破常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往往能够获得额外的丰厚收益。这种收益产生一种

坏的激励，即制假售假。短期内，由于利润诱惑，必然使制假售假蔚然成风。这一退化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温州文化异化的过程。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异化文化必然会导致经济扭曲甚至崩溃。

面对“或生或死”的境况，温州人必然会产生自身变革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林门广场“焚

鞋事件”发生后 12 年，又在此地发生一起焚烧伪劣鞋的事件，不过这次是温州鞋商焚烧从全国

各地缴获的假冒温州鞋。从“造假”到“打假”的转换，说明企业自身生存的需要和选择。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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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温州经济增长的现实，分析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

多，本文强调的是区域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对经济学中的文化做出

界定，认为文化是某一地区的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

化于人们内心世界并反映在人们行动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文

化对于经济的作用方式和条件，认为只有区域文化所遵循的内涵与制度环境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相

一致时，文化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激励作用，否则，文化的作用将被制度“锁定”。文化环境论

对于分析同一种文化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文化又是一

个演化的概念，反映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体现出其“双面性”—

—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个人理性无法达到社会理性，此时，政府引导对于遏制文化“异化”是

必要的。文章对于文化的界定、作用方式和条件以及文化演变做出一些分析，但未能量化文化对

经济的作用。同时，文章的分析意味着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培育健康的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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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Wenzhou Culture” and Its Economic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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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Wenzhou culture” and its economic boom, the 

article furth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culture on economic growth. Here culture is defined as a purely 

subjective concept. The study shows that “Wenzhou cul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its economic boom, but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an be prompted by its culture only when it is in coordin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therwis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ulture on economy will be “locked”. Unconstrained culture 

may distort economy and thus needs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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